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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CEIC经济数据库,利用固定效

应模型考察了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双重

视角,深入剖析了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县域乡村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

力供给数量.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地点和工作场所等方面选择的灵活性,且有效提高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兼业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数量.第二,乡村数字化发展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劳动

供给时长,且主要在“工作—闲暇”时间上进行了重新配置,即通过减少休闲时间来增加非农就业时间.第三,异

质性分析发现,乡村数字化对女性、“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长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发现

为实现共同富裕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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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稳就业”与“保民生就业”是保障民生和实现共同

富裕的基础支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城乡、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优化配置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

重要贡献[１],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所在.然而,近年来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２].人口红利消减、外部风险增

加,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放缓,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回流[３],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创

业”等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新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经

济充分发挥了市场整合功能,促进了城乡之间市场融合,使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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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新变化,２０１８年国家适时提出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力图夯实数字乡村信息

化基础,数字乡村建设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２０２３年)»
显示,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已经超过１．９亿,５G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乡镇级以上区域和有条件的行政

村,数字乡村建设的雏形基本形成.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并对农村劳

动力供给决策和供给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情形下,深入探讨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

给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一部分研究从理论层面阐释了乡村数字化的内涵,定性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赋

能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４][５].另一部分研究测度了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

及其时空演变趋势[６][７],或实证分析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８]、农村消费升级[９]或农村

共同富裕[１０]的影响.然而,关于乡村数字化发展与农村劳动力供给或劳动要素配置关系的研究较

少,仅有的几篇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乡村数字化对农户创业决策[１１][１２]或返乡就业的影响[１３].
此外,一些文献关注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数字经济

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工效应,促进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技能偏向的数字化行业流动[１４],显著提高

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质量[１５].并且,数字技术的发展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为农村劳动

力提供了就业机会[１６].也有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可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途径对低技能或低学历劳动人口产生挤占效应,加速替代低技能劳动

者[１７],使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不充分、临时性工作增加[１８],从而不利于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非农

就业.
归纳已有文献可以发现,针对农村数字化水平的研究,一是聚焦于乡村数字化的概念阐释或其赋

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二是测度乡村数字化水平,或实证分析乡村数字化对农村家庭收入或消费的

影响等.另外一支文献主要探讨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对农村劳动力供给质量、技能结构等的影响,
且相关结论并不统一.事实上,直接采用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文献,主要

瞄定的是外出务工的非农就业对象,忽视了农村地区在县域内就近务工的劳动力群体,以及部分在家

务农但有非农就业意愿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基于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第一,相较于现

有省份或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效应研究,本文采用县域乡村数字化指数,精准

捕捉数字化对县域内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第二,本文从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供给时长的双重视角,
实证检验了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为诠释数字乡村建设的劳动力红利释放效应

提供了证据,并从性别特征、出生队列和劳动力技能差异等角度深入分析了乡村数字化发展效应的异

质性,阐释了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共享”与“普惠”作用,为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经验参考;第三,本
文从农村劳动力工作灵活性、剩余劳动力兼业与“工作—闲暇”时间配置多个维度,剖析了乡村数字化

对劳动力供给数量与供给时长的作用机理,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等领域的

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乡村建设内生于农村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转型进程中.农

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以及淘宝村的大规模建设均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

表现,且对当前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产生了变革式影响,尤其是对农村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当

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要素配置效应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就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

劳动力市场影响及其要素配置效应的理论阐释还不足.
理论上,乡村数字化在促进农业资源的集聚与分配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产生了明显的就

业创造效应.农村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加深了农村产业之间的联系,数字乡村建设与区域特色农产品

等元素的融合,形成了以农村电商和网络平台为载体的线上平台经济,催生了一批富有特色、经营灵

活的专业淘宝村、直播电商村,增加了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对非农就业岗位的新需求.«２０２０中国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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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研究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仅淘宝村和淘宝镇便创造了近８２８万个就业机会,每一个网店

带动３人就业.此外,数字信息技术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领域的应用成功打造了科技农业、智慧

农业、观光农业、定制农业、云农场等新业态,弥补了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短板,增加了对农村地

区物流配送、客户服务、网络技术和农产品销售等低技能数字化非农就业岗位的需求[１９].«中国共享

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３)»指出,２０２３年第一季度达达集团面向全国２７００个县市招募外送员,且主要针

对县域乡镇地区.为此,农村数字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需求,优化农村劳动力市

场的资源配置,从而扩大农村非农就业容量.
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在创造大量新型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工作时间的自

主性,便于农村劳动力工作时间的灵活配置,从而增加劳动供给时间.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

提供的多元化渠道改变了就业模式,从而打破了农村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与生活、农业领域与非农领域

的物理界限[２０].相关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使劳动者的月平均工作小时数显著增加１２．６％~
１４．２％[２１].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了其在农忙与农闲之间转化的灵活性,有效

整合了农业生产中季节性、碎片化、弹性化的时间分配与劳动要素,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灵活选择务农

与务工的自主权,使农业生产与就近务工兼顾的劳动力供给模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２２].因此,
乡村数字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地区劳动力灵活就业与兼业的可能性,使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要素红

利得到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就业替代效应明显挤出了农村低技能劳动者[２３],使其在

城市获得正规就业的概率明显降低.为此,农村低技能劳动者在返乡创业、就近非农就业的同时,通
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基于此,本文从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双重视角,提出假

设１.
假设１: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并提高了劳动者非农就业时长.
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乡村旅游相融合,催生了订单农业、智慧型共享农庄新业态,在实现农业产

业链延伸的同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在工作地点、工作方式与工作场所等方面的灵活就业机会,从
而有利于农村劳动力供给增加.并且,数字技术的进步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

市场搜寻范围和信息渠道,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效率[１６],为农村劳动力找到适合自身

的灵活就业岗位提供信息基础,从而增加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灵活性.与此同时,乡村数字化发

展搭建的网络平台降低了传统固定工作场所的必要性,劳动组织形式逐渐向“平台—个人”转变.返

乡入乡创业项目中,５５％运用信息技术,开办网店、云视频、直播直销、无接触配送等,打造了“网红产

品”;２０２０年,平均每个返乡创业创新项目可吸纳１７．３人灵活就业① .可见,乡村数字化能够推动当

地“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兼顾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可从事非农工作,实现了农忙务

农、农闲就近就业的兼业模式.２０２０年美团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当前有５３％的劳动者兼职,且兼职收

入成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② .这意味着乡村数字化不仅提高了工作的灵活性,同时促

进了农村劳动力身兼数职的多元化就业状态,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乡村数字化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工作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

兼业行为,从而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数量.
根据“劳动—闲暇”理论模型可知,为实现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个体需要考虑将有限时间合理分

配到劳动和闲暇活动当中.理论上,在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下,劳动者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是为了获取更

多的劳动报酬[２４].相比城市劳动者,农村劳动者小时工资较低,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在就业保障方面

也往往处于劣势.并且,数字技术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出现明显的“短工化”现象[１８],再加上农村劳

动力较低的人力资本,其非农就业往往存在较明显的不稳定特征.因此,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更自由的

就业方式和自主选择工作时间的情况下,为赚取更多的非农就业收入,劳动者更倾向于合理配置“工
作—闲暇”时间,通过减少闲暇而延长非农就业时间来提高收益.此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与交通的便捷化,有效促进了农村劳动者实现“农闲时就近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的时间配置.这

既帮助了农村低技能劳动者最大化利用农闲时间增加收入,也是数字化时代农村出现较多的“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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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小时工或兼职工”等多元化劳动供给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者具有“减少闲暇而主

动增加工作时长”的典型劳动供给倾向,且农村低收入劳动者超过工作时间范围的额外非农就业收入

占总工作收入的比重有上升趋势[２２].这意味着农村劳动者在技能受限的情况下,具有增加劳动供给

时长从而增加收入的倾向或偏好.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乡村数字化发展优化了农村劳动者在“工作—闲暇”之间的时间配置,增加了劳动力的供

给时长.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用于衡量乡村数字化的发展程度;二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数据,用于获取

农村劳动力供给和非农就业方式等信息;三是 CEIC经济数据库,主要用于获取县村委会数、人均

GDP等县级层面数据.其中,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是由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共

同研究和测算的,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指数、乡村经济数字化指数、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和乡村生

活数字化指数四个一级指标以及多个二级和三级指标.该指数充分考虑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发展的

阶段性差异,有助于客观、准确地把握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及特征.CFPS数据库是由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实施的追踪调查,２０１０年进行了首轮调查,每两年开展一次,截至当前已经

完成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的６轮调查.该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

２５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口,具有较强代表性,可以较好地描述微观个体或家庭特征.
为了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匹配,本文选取了CFPS数据库中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０年的两轮调查数据,

且将样本年龄限制在１６~６５岁.对于CEIC经济数据库中县级层面数据的缺失值,我们首先通过收

集各县市统计局或各县市官网当年公布的数据进行填补,余留的缺失值再通过线性插值法填补.并

且,将县域乡村数字化水平数据、县村委会、人均 GDP等指标与CFPS个体层面数据在县级层面进行

匹配,剔除县级层面指标有大量缺失的样本.经处理后共得到２４７个县级样本、９７８９个家庭样本和

１５２６５个个体样本.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在基础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处理混合面板数据时最常用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基础模型设

定如下:

Laborc,ijt＝β０＋β１digc,t＋∑
k

r＝１
αrXc,ijrt＋πt＋φc＋εc,ijt (１)

Laborc,jt＝β０＋β１digc,t＋∑
m

r＝１
αrXc,jrt＋πt＋φc＋εc,jt (２)

式(１)中Laborc,ijt为个体层面的被解释变量,下角标c、i、j和t分别表示县、个体、家庭和年份,

Xc,ijrt为第r个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与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k为这些控制变量的个数).式(２)中
Laborc,jt为家庭层面的被解释变量,Xc,jrt为家庭层面与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m 为这些控制变量的个

数).此外,式(１)和式(２)中的digc,t为乡村数字化指数,系数β１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反映了乡村数字

化发展的作用效果.并且,πt 为时间固定效应,φc 为县级固定效应,εc,ijt和εc,jt为残差项.为了防止序

列相关或异方差问题的影响,本文对系数进行估计时将标准误聚类到县级层面.
现有文献中,翁凝和王震、吴贾和张俊森等认为,劳动力供给体现在就业人数与工作时间两方

面[２５][２６].本文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个体每周工作时长作为劳动力供

给的衡量指标.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乡村数字化,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最新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直接采取

乡村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③ 作为衡量指标.该综合指数全面涵盖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

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系统衡量了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分析乡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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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个体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影响时,本文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受教育

程度指标,以及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女性成员占比和人际关系等指标.在分析乡村数字化对劳动力

供给数量的影响时,控制变量主要为家庭层面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女性成员占比和人际关系等指标.
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地区内劳动力供给,为此我们控制了县内人均

GDP和县域所属经济带的地域分布(东部和中部).同时,县域内公共事务落实、乡村基层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如村内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和劳动力转移等还受到当地村委组织能力的

影响,且村委会是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经济、治理乡村与推动本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等方面的主要基层

单位.为了控制政府层面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选取县域内村委会数量作为政

府基层组织能力的替代指标,并将其作为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主要的核心变量说明与描述性

统计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分类 变量 变量说明
２０１８年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２０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变化

被解释变量
劳动供给数量 家庭中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人) １．００９ １．０６５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４ ０．０１９
劳动供给时长 个体每周劳动时间(小时) ４４．４４３ ２３．７９０ ４５．５４３ ２３．９９０ １．１００

控制变量

年龄 年龄(岁) ４３．１１０ １３．９８０ ４４．５２０ １４．０２０ １．４１０
性别 性别,男性＝１,女性＝０ ０．４９５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６
婚姻状况 个体婚姻状况,在婚(有配偶)＝１,其他＝０ ０．８０７ ０．３９５ ０．７８２ ０．４１３ ０．０２５
健康状况 个体健康状况,健康＝１,否则＝０ ０．７０４ ０．４５６ ０．７５７ ０．４２９ ０．０５３
受教育程度 个体受教育年限(年) ７．１２５ ４．４９９ ７．７５２ ４．４０５ ０．６２６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人) ４．５２７ ２．１５５ ４．６５１ ２．１１４ ０．１２４
女性成员占比 家庭中女性成员占总人数的比重 ０．３７６ ０．２８３ ０．３４２ ０．２１５ ０．０３４
人际关系 家庭人均人情收入与支出之和的自然对数(元) ７．３４９ ２．２０５ ７．０４０ ２．４５７ ０．３０９
人均 GDP 县内人均 GDP的自然对数(元/人) １０．４２０ ０．８１０ １０．５６０ ０．７５８ ０．１４０
东部 家庭所在地为东部,是＝１,否则＝０ ０．３１９ ０．４６６ ０．３１２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７
中部 家庭所在地为中部,是＝１,否则＝０ ０．２９４ ０．４５６ ０．３１１ ０．４６３ ０．０１７
村委会 县内村民委员会个数 ２７２．４００ １７１．７００ ２８３．０００ １８８．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

　　注:货币性变量均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最后一列的“均值变化”为２０２０年均值减去２０１８年均值,负值表示均值下降或减少了.

四、实证分析:县域乡村数字化的劳动力供给效应

(一)基础回归结果分析

表２的估计结果显示,县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显著为正,增加了农村家庭

非农就业人数和个体非农就业时长.现实中,乡村数字化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尤其是一些临时性、兼职性非农就业岗位,从而提高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同时,乡村数字化发展

降低了非农就业转化成本和转化风险,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工作时间的自主性,也相应提高了县

域内农村劳动者在务农与非农就业之间的时间配置灵活性,从而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时长.因此,假设

１得证,即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农村劳动力供给,一是通过促进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进一步释放农

村潜在的劳动力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二是使劳动者延长了非农就业时长,提升了农村单位劳

动力的工作强度,增加劳动供给时长.
　表２ 县域乡村数字化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固定效应回归)

变量
劳动供给数量 劳动供给时长

(１) (２) (３) (４)

乡村数字化
０．６９９∗∗∗ ０．７８４∗∗∗ ７．４３８∗∗ ９．２９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０) (２．９５１) (３．０４９)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９７８９ ８９７１ １５２６５ １５００９
　　注:括号内为聚类(县级层面)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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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法与替换估计模型.本文分析县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能的内

生性主要来自遗漏变量问题,例如人力资本、村级产业政策、普惠金融政策等.鉴于此,本文采取工具

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采用县域的海拔高度作为乡村数字化的

工具变量[１６][２７],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混合面板数据,为了使工具变量不被县级

固定效应差分掉,我们将县域海拔高度与样本县所在同一地级市其他县互联网接入率平均值④ 的交

互项作为县域乡村数字化的工具变量[２８].这样处理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海拔高度会影响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县域海拔越高的地区在网络基站、数字化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或电子商务发展方

面面临的困难越大,因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乡村数字化水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得到满足.另

一方面,县域海拔高度是县级层面的地理特征,并不直接影响家庭劳动力供给行为或职业选择.同一

地级市的其他县互联网接入率均值对样本县农村地区的乡村数字化并无直接影响,且并不影响本地

劳动力供给行为或决策.因此,工具变量影响劳动力行为只可能通过样本县的乡村数字化水平起作

用,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同时,同一地级市其他县的互联网接入率与时间因素有关,有
效克服了县域海拔高度不随时间变化的问题.此外,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中衡量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家
庭非农就业人数”指标属于计数变量,计数变量一般只能取有限范围的非负整数,采用常规线性回归

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异方差问题.因此,我们采用针对计数变量的泊松回归模

型进行稳健性检验⑤ .
表３列(１)和列(３)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种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均大于１０,可以大概率拒

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排除了遗漏变量等内生性因素干扰的

情况下,乡村数字化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数量,且提高了个体劳动力供给时长.克服内生

性后的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与基础回归保持一致,从而证实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表３列

(２)的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化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对劳动力供给数量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可见,考虑了被解释变量数据特征后的估计结果与基础回归也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基础回归

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３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与替换估计模型

变量

劳动供给数量

IV估计 泊松回归

(１) (２)

劳动供给时长

　IV估计

　(３)

乡村数字化
２．４４６∗∗∗ ０．２３６∗ ２６．０５４∗∗

(０．５８２) (０．１３０) (１２．７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值 １０７．２７ — １０１．１７
KleibergenＧPaaprkWaldF统计值 １３１．３７ — ９０．５４
样本量 ８５５７ ８９７１ １５００８

　　注:表列(１)和列(３)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第二阶段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和常数项未罗列出来.

２．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排除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一方面,为了分析劳动力供给变量的有效性,本文

进一步采用“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占比”作为劳动供给数量的替代指标,将“家庭人均工作时长”作为劳

动供给时长的替代指标,且均采用家庭层面的样本进行估计.另一方面,考虑到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间,农
村地区精准扶贫政策中的就业扶贫措施很大可能会影响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我们进一步删除了贫

困家庭样本,以排除精准扶贫政策的潜在影响.表４列(１)和列(２)为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后的估计结

果,乡村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和人均非农就业时间.并且,表４列

(３)和列(４)显示排除精准扶贫政策的干扰后,乡村数字化对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个体每周劳动时长

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排除精准扶贫政策的干扰,估计结果均

呈现出较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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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排除精准扶贫政策影响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劳动供给数量 劳动供给时长

(１) (２)

排除精准扶贫政策影响

劳动供给数量 劳动供给时长

(３) (４)

乡村数字化
０．０７０∗∗ ６．０４５∗∗ ０．７１０∗∗∗ ５．３８７∗

(０．０３４) (２．９８７) (０．０６９) (３．１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９７８９ ８４４０ ８０２４ １３８０７
　　注:列(３)和列(４)按照每年人均２３００元(２０１０年价格)的标准识别贫困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删除贫困样本.

(三)不同维度效应分析

事实上,县域乡村数字化指数涵盖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

村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全面衡量了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我们感兴趣的是,四个维度

中哪些维度是数字化水平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原因? 为此,本文分别考察了四个一级指标对

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由表５估计结果可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三个维度均产生了

显著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在显著提高了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同时,也增加了个体劳动力的供给时长,且
三个维度的作用效果与方向基本相同,与乡村数字化指数的作用结果一致.而乡村治理数字化指数

无论是对劳动力供给数量还是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见,农村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数字化与乡村生活数字化等方面影响了劳动力供给,然而,政府层面的

政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等乡村数字治理并不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数
字乡村建设赋能政府政务工作主要对居民的公共服务、日常事务办理等产生重要影响,而农村劳动力

供给行为主要受当地乡镇企业劳动需求和自身要素禀赋、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政府层面因素的影响

相对较弱.
　表５ 县域乡村数字化分维度估计结果

变量
劳动供给数量 劳动供给时长

(１) (３)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０．２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５)

乡村经济数字化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３１)

乡村治理数字化
０．００４ ０．２７６

(０．０３０) (０．４１８)

乡村生活数字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８９７１ １５００９

　　注:列(１)中“乡村经济数字化”对劳动供给数量影响的系数值和标准误均保留了四位有效数字,以确保了解标准误数值情况.

(四)工作灵活性效应与剩余劳动力兼业效应

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方

式,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灵活性.乡村数字化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农村地区就业灵活性,显著促进外出

劳动力的返乡创业或自主经营[１２][１６],提高县域内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在县域内就近就业的劳动者也

能兼顾对家庭的照顾,这是中国农村比较常见的劳动力供给模式.另一方面,乡村数字化的发展有助

于释放农村地区长期闲置在家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闲时在家、农忙时务农的这部分潜在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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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转化,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为了分析以上作用渠道,验证假设２中的观点,本研究结合数据可得性,构建了“工作地点灵活

性”和“工作场所灵活性”两项指标衡量就业灵活性,以及“剩余劳动力兼业转化”指标考察乡村数字化

发展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和闲置劳动力资源转化.第一,工作地点灵活性.根据 CFPS问卷中

“您这份工作的地点是?”,被访者可以选择“(１)当前居住村/居;(２)当前居住乡/镇/街道的其他村/

居;(３)当前居住县/市的其他乡/镇/街道;(４)当前居住市/区的其他县/市;(５)当前居住省份的其他

市/区;(６)境内的其他省份;(７)境外(含港澳台)”.我们认为,当受访者工作地点为当前居住县/市内

的前三种情况时,识别为工作地点具有灵活性,赋值为“１”,否则为“０”.这是因为,赋值为“１”的情况

是农村地区典型的就近非农就业现象,工作地点灵活使这部分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务农与务工转化的

便利性和可能性.第二,工作场所灵活性.随着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农村劳动力的工

作场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到现场工作,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家或其他更自由舒适灵活的场所完成,

在非农就业的同时兼顾家务活动.我们认为,数字技术的赋能使农村劳动力工作场所选择也呈现出

更加多元和灵活的特征,间接反映了工作地点与工作时间的灵活性.CFPS问卷中有提问“您这份工

作的场所最主要在哪里?”,被访者的回答包括“户外、车间、办公室、家里、其他室内、运输工具内和其

他”等选项.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将受访者工作场所在“家里、其他室内工作场所或其他工作场所”的
情况,识别为工作场所具有较高的灵活性[２９],赋值为“１”,反之为“０”.第三,剩余劳动力兼业.本文

将个体在过去１２个月中无正式工作(或无全职经历),但在调查当年从事了务农以外的兼职工作(实
习、临时工、有工资的家庭帮工等)⑥ ,则识别为“１”,表示该个体非农就业且从事兼业活动,否则识别

为“０”.

表６列(１)和列(２)的估计结果显示,县域乡村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工作地点灵活

性和工作场所灵活性,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县域内或家附近务工的可能性明显提高.这表明乡村数字

化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提高了其在居住地附近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与此同时,表６列(３)的估计结果显示,乡村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兼业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红利.因此,乡村数字化有助于重塑农村劳动

力的就业方式,优化农村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促进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和兼业,从而增加了劳动力

供给规模,假设２得到验证.
　表６ 县域乡村数字化对个体工作灵活性与剩余劳动力兼业的影响

变量
工作地点 工作场所 剩余劳动力兼业

(１) (２) (３)

乡村数字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４１６ ６１６０ １５００９
　　注:问卷中,样本中的工作地点与工作场所信息存在较多缺失值,但以上缺失存在随机性,并不会对整体估计结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

(五)劳动时间配置效应

为了探究农村劳动力供给时间增加的原因,检验假设３,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数字化对农村劳

动力时间分配的影响.表７列(１)采用个体每天的睡眠时长(小时)作为劳动者工作—闲暇时间配置

的替代指标,这是因为每日睡眠时间越短,用于劳动的时间可能就越长.此外,列(２)和(３)进一步采

用个体午休时间和每日做家务时间识别劳动者闲暇的时间分配情况.
表７列(１)结果显示,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显著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睡眠时长,因此可用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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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相对更多了.列(２)和列(３)估计结果显示,县域乡村数字化对农村劳动力家务时长的影响不

显著,但显著降低了农村劳动者白天午休的睡眠时长.可以推断,乡村数字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

劳动力在闲暇与劳动时间上的配置,通过增加工作时间以延长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时长.并且,农村劳

动力劳动时间的增加并非挤占了家务时长,而是通过减少日常休闲睡眠时长,尤其是中午的休闲时间

实现,因此假设３得到验证,即乡村数字化优化了劳动力在闲暇与工作之间的时间配置,通过减少休

息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了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长,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
　表７ 县域乡村数字化对个体劳动者工作时间分配的影响

变量
睡眠时长 午休睡眠时长 每日家务时长

(１) (２) (３)

乡村数字化
１．２１４∗∗∗ １．４６１∗∗∗ ０．３０８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１) (０．３５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８２６２ ８７１６ １１０６８

五、进一步探讨: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异质性效应

乡村数字化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尤其是个体劳动力时间分配上的差异.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受到家庭与工作

权衡取舍的影响[３０],家庭女性承担了更重的家务劳动,用于非农就业的时间相对更少.另一方面,由
于不同个体对数字技术或数字软件的熟练程度不同,不同年龄的个体间出现了明显的“数字鸿

沟”[３１],从而影响了不同出生队列人口的劳动力供给决策与劳动时间配置.此外,由偏向性技术进步

理论可知,数字经济会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产生异质性影响,尤其会挤占“低学历、低技能”劳动者的

有效工作时长[３２].为此,本文试图从性别差异、出生队列和技能水平等三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深入

探讨乡村数字化对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异质性效应.
对于出生队列的划分,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方式,以１９８０年为界限将农村劳动力分为“新

生代”(８０年代后)与“非新生代”(６０/７０年代).用个体受教育水平对劳动力技能进行界定,通常将本

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个体界定为高技能劳动者,而将本科以下水平的个体定义为低技能劳动

者[３３].然而,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相对较少.为此,我们参照田

鸽和张勋的做法[１４],将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含职高)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界定为中高技能劳动者,而
将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含中专)的农村劳动力界定为低技能劳动者,以此分析乡村数字化对不同

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效应.由于不同分组回归中数据的分布可能存在差异,通常无法直接对不同组别

的系数进行比较.为了更准确地对组间回归系数差异进行分析,我们采用了似无相关检验,报告了差

异性检验的P值.
表８列(１)和列(２)的结果表明,县域乡村数字化对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影响均

显著为正,且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了灵活就业机会,
并且增加了工作地点、工作场所的灵活性,这极大地缓解了女性劳动力兼顾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列

(３)和列(４)的结果表明,乡村数字化对“非新生代”与“新生代”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对“新生代”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是因为,农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群体目

前为高龄劳动力,对数字技术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性相对较弱,他们从乡村数字化中的获益相对更少.
因此,乡村数字化发展有效赋能了年轻的“新生代”群体,使农村年轻一代从业者在数字化时代更加追

求职业的灵活性和多元化,更大幅度地延长劳动力供给时间.列(５)和列(６)的结果表明,乡村数字化

发展对不同技能劳动者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乡村数字化显著增加了农村低技能劳

动者的非农就业时长,但对中高技能劳动者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农村“低学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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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劳动者增收渠道单一,且通过寻求正规稳定工作增加收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在乡村数字化时

代,低技能劳动者增加非农就业收入,主要依靠调整日常休闲与劳作时间来实现,从而呈现明显的技

能异质性效应.
　表８ 县域乡村数字化对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女性 男性 非新生代 新生代 低技能 中高技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乡村数字化
３．６９０∗∗∗ ０．０１５∗ ０．３３０∗∗∗ ０．４２６∗∗∗ ０．３７９∗∗∗ ０．０７０
(１．０８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差异性检验P值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３∗

样本量 ６９９６ ８０１３ ４５５１ １０４５８ １２３９６ ２６１３
　　注:采用似无相关检验判断组间差异,报告了差异性检验的P值.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乡村建设发挥了资源配置的集成和优化作用,
对乡村劳动力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助力农村共同富裕.本文匹配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县级层面的

中国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劳动力供给数量和供给时间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了

乡村数字化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以及不同性别、出生队列和劳动力技能等方面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第一,县域乡村数字化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供给,不仅增加了家庭劳动力供给数量,

而且延长了个体工作时间.第二,对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乡村数字化发展提

高了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地点和工作场所等方面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乡村数字化促进了剩余劳动力的

兼业行为,进一步释放了剩余劳动力红利.第三,对劳动力供给时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乡村数字

化发展主要通过减少日常的休闲睡眠时间而延长了非农就业时间,从而增加了整体的劳动力工作时

长.可见,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数量,而且使农村劳动力在“工作—闲暇”时间

上重新进行了配置,进一步释放了单位劳动要素的工作时间红利.第四,乡村数字化主要通过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乡村经济数字化与乡村生活数字化影响了家庭劳动力供给数量和个体劳动力供给时长.
第五,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数字化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新生代”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作时长的

影响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政府应加大各地区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投入,不断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盘活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提升农村劳动

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第二,地方政府应与农村企业或者工厂等用人单位合作,实
时发布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工作岗位信息,同时也要确保兼业劳动者的权益,要求村镇企业对临时工作

者也要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以确保劳动者在工作时间、薪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保护;第三,
完善与乡村数字化发展相适应的公共就业服务,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咨询、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
帮助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提升,从而实现农村地区人才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５日转发的人民日报发布的«去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超千万»(https://www．gov．
cn/xinwen/２０２１－０３/２５/content_５５９５５１４．htm).

②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５日美团研究院发布的«生活服务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https://mri．
meituan．com/research/report).

③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２０２０)指出,相较于２０１８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２０１８年指数),２０２０年县域数字乡村指标体系(２０２０
年指数)在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指标权重赋值方法等方面并未发生改变,但在具体的三级指标中,２０２０年引入４项新的指标.描述

性统计分析显示,两年各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我们分别通过采用２０１８年的数据和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选用未调整过的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并不会受到测算误差的影响.限于篇幅,并未展示相

关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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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计算样本县同一地级市其他县互联网接入率时,采用了CEIC经济数据库中县级层面的数据,在全样本数据库中测算出“样
本县同一地级市内的其他县互联网接入率均值”作为本县互联网接入率的替代变量.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相邻县互联网接
入率与本县互联网接入率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另一方面相邻县互联网发展水平又不直接影响本县乡村数字化指数.

⑤在具体指标识别时,考察了个体是否有实习或兼职经历,如果个体回答有实习、帮工、临时工或兼职经历,则将以上情况均识别
为农村劳动者“兼业”,同时排除了过去１２个月有正式工作的情况,其目的在于识别农村剩余劳动力兼业的可能性.

⑥采用的是极大似然估计,并假设因变量符合泊松分布,即使因变量不满足泊松分布,只要样本量足够大也能得到渐进一致的估
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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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DigitalizationinRuralCountiesonRuralLaborSupply
ZHOUQiang１,２LIYang１

(１．SchoolofEconomics,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２．SchoolofLaborandHumanResourc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８７２,China)

Abstract:Thisstudyinvestigatestheimpactofruraldigitaldevelopmentonrurallaborsupplyin
Chinesecounties,drawingondatafromthe２０１８－２０２０CountyDigitalRuralIndex,ChinaFamily
PanelStudies,and CEIC Economic Database．EmployingafixedＧeffects model,theanalysis
exploreschangesinrurallaborsupply,focusingonthedualperspectiveofthequantityoflaborsupＧ
plyandthetimingoflaborsupply．Keyfindingsrevealthatfirstly,ruraldigitalizationsignificantly
enhancestherurallaborsupplybyincreasingflexibilityinworklocationandworkplace,andhasefＧ
fectivelyincreasedtheprobabilityofpartＧtimeconversionofsurplusrurallabor．Secondly,digital
developmentreallocatesworkＧleisuretime,increasingworkinghoursbyconvertingleisureintononＧ
farmemploymenttime．Furthermore,heterogeneityanalysisrevealsthatruraldigitizationhasa
greaterimpactonthetimeoflaborsupplyforwomen,newgenerationandlowＧskilledrurallaborＧ
ers．Theseinsightsemphasisthepotentialofdigitalinitiativestofosterthecoordinatedgrowthof
commonwealthanddigitalruralinfrastructure．
Keywords:RuralDigitalization;LaborSupply;FlexibleEmployment;AllocationofLabor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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